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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北京 100084)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项目批准号: 07BGJ021 ) 研究成

果的一部分，首次发表。

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

刘江永

摘 要 在日本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日本的“国家利益
观”往往起到关键作用。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
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21 世
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
华政策则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出现较大起伏。这
与国际格局变化、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日本国内政治思潮影响有关，同时
也折射出日本“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日本“国家利益观”受美国现实主义
的影响上升，其赖以形成的国内结构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先入为主的错误
认知会误导日本对华政策，日本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日
本的和平主义思潮与右翼势力对“国家利益”的认定一直各执一词，尖锐对
立。每当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抬头时，日本的“国家利益观”也会随之右
摆。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能否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现实利益矛盾，扩大
共同利益，缩小利益分歧，防止和化解利益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
“国家利益观”与对外战略的变化趋势和走向。

关键词 国家利益 对外战略 中日关系 日本对华政策 钓鱼岛

决定一个国家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国家利益，日本语中简称为
“国益”。但是，究竟何谓国益，各国之间、一国内部，以及一国在不同时期的认识并
不一致。因此，更确切地说，“国家利益观”与对形势的战略判断才是决定国家对外
战略的关键。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一个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
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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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华政策行为却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而发生较大起
伏。例如，21 世纪初，由于小泉纯一郎在执政期间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
出现“政冷经热”的矛盾现象。2006 年中日关系开始走出谷底，通过“破冰”、“融
冰”、“迎春”、“暖春”之旅等两国高层互访，终于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转圜与发展。
但遗憾的是，2010 年中日关系又因钓鱼岛争端和日本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而急剧
恶化，回暖乏力。这说明，除了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外，与国内政治思潮相关的日本
决策层的国家利益观，对日本的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研究
和论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及其对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
政策的影响。

一、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其对外战略的演变

二战后，日本在很长一个时期，谈论国益问题时曾经相当低调。日本驻韩国公
使兼原信克指出: 外交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整国家之间的利益，“不知本国国益的国家
就不能开展外交”。然而，对日本来说，战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于“战略”、“国
益”等词汇在日本的语境中有一种军国主义的味道，几乎被视为禁语，“国益这个词
的复活是最近的事”。“所谓国益是日本国的最高利益”。如同《论语》中所说的
“兵”、“粮”、“信”，即安全、繁荣与伦理价值观。只是拘泥于本国利益的国家，难以
得到别国普遍尊敬，反而容易受损。经常考虑使全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同时最大化的
国家往往受到信赖，得到尊敬，最终获益最多。①

21 世纪初，受过美国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熏陶而强调国益的一代日本人登上
执政舞台。他们热衷于追求日本现实的国家利益，日本媒体也经常高谈阔论国益，
尽管日本人对国益的理解大相径庭，但“国益”就好像一根魔杖，只要一说就会不知
不觉地使人认同。

( 一) 错误的“国家利益观”曾经导致日本对外侵略扩张
近年来，在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解密文件中，有一份 1951 年外务省根据吉田茂首

相指示撰写的调研报告，题为《日本外交的失误》。该报告的结论之一是: 外交“不能
只拘泥于条约的字句，而忘记政治意义及影响等根本”，“在根本发生错误的情况下，
即便在细枝末节上煞费苦心，最终也只能聊以自慰而已”。②

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参赞小原雅博 2007 年出版了一部力作《国家利益与

①

②

兼原信克:《战略外交原论》，东京: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1 年 4 月，第 60、61 页。《论语 颜渊第十
二》: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之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三斯者何先?’曰: ‘去兵。’子贡
曰:‘必不得已而去，于二斯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小原雅博:《国益与外交———世界体系与日本之战略》，东京: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7 年 10 月，前
言，第 1 页。该书是小原雅博在日本立命馆亚太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于 2004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
善而成的。小原完成论文曾得到该校和平学权威学者坂本义和教授、奥田宏史教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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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他在该书前言中首先引用《论语》所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然后指出
“国益乃国之根本、外交之根本”，“误判国益国则亡”。① 小原作为外务省官员出版
这一重要著作的主要目的是，呼吁日本当政者和公众不要再犯误判国益的根本性错
误。这是因为，尽管国家利益是思考、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但一个
国家的政府和公众会对国家利益做出误判，甚至导致近乎亡国的灭顶之灾。

小原雅博意识到，“国益的概念非常重要，但也是危险的”。② 他对日本战前、战
后和冷战后的国益认知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指出，即便是同一国家也会在不同时期对
国家利益有不同的判断。笔者在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表-1 对日本自 1931 年以来
四个时期的政治思潮、国家利益重点、对外战略特点、获取利益的方式及其结果，做
出以下归纳说明:

表-1 不同历史时期日本的政治思潮、国益重点、对外战略及其结果

政治思潮 国益重点 对外战略 获取手段 客观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 1931—1945)

军国主义
法西斯思潮

军部利益
绝对优先

侵略扩张
结盟德意

以军事力量为主的总
力战

四面树敌、
战败投降

战后冷战时期
( 1949—1989)

保守主义 VS
和平主义

西方阵营
利益优先

依附美国
西方一员

日美同盟为基轴
经济外交、ODA

高速增长、
经贸摩擦

冷战后时期
( 1990—2000)

总体保守化
右倾化抬头

追求本国
地位优先

日美基轴
国际协调

日美同盟 +多边外交
经济、文化、ODA

经济停滞、
国力下降

21 世纪初期
( 2000—2012)

右倾化发展
现实主义倾向

本国海洋
权益优先

军靠美国
经联亚洲

军事 +日美同盟扩大
化③、地区合作

地位下滑、
与邻摩擦

注: 本文图、表绝大部分系笔者绘制，以下恕不一一说明。

日本明治维新后对朝鲜半岛和中国进行侵略扩张，便与日本当权者对国家利益
的扩大解释直接相关。1889 年当上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曾经是日本陆军创始人和
日本侵略亚洲的“大陆政策”的制定者。1890 年 3 月，山县首相在《外交政略论》中
明确提出，国家的任务在于“防御主权线”( 指日本列岛) 和“保卫利益线”。这里的
所谓“利益线”，即“与邻国接壤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相关的地区”。朝鲜是日本
“利益线的焦点”。④

1890 年 12 月，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上所作的“施政方针演说”中称:
“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 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以不
失自己之形胜。何为主权线? 国疆是也。何为利益线? 同我主权之安危有密切关
系之区域是也。……要维护一国的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非保护利益线

①

②
③

④

小原雅博:《国益与外交———世界体系与日本之战略》，东京: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7 年 10 月，前
言，第 1 页。

同上书，第 11 页。
所谓“同盟扩大化”是指日本企图以日美同盟为中心联合其他国家建立准军事同盟网络的趋势，如美

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等防务合作，主要是针对朝鲜和中国的。
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东京:原书房，1966 年，第 196—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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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①

山县有朋的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老师吉田松阴。吉田松阴曾主
张: “要使国家保持强盛，不应仅仅满足于不失去已经得到的，而应当进一步获取目
前还未到手的。”因此，日本“必须加紧进行军备”，“趁机开拓虾夷，收复琉球，夺取朝
鲜，占领满洲，压制中国，君临印度，以这种扩张进取之势，打下坚实退守之基。这
样，即可实现神宫皇后未偿之夙愿，完成丰臣秀吉未竟之遗业”。②

山县有朋提出“利益线”的目的就是为称霸亚洲制造借口。他曾宣称: 国家“向
来均被专以维护主权线为本，惟若不使此次胜利徒劳无功并进而成为东洋盟主，则
必须谋求利益线之扩张。”③

针对上述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利益观，小原雅博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日本把当时的满蒙定位为日本的‘特殊利益’、‘生命线’，仰仗军事力量去追求。
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这种自以为是的理念，孤立于国际社会，闯入没有胜算的战争，
结果战败。这正是搞错了国家利益这一根本。”④因为日本吞并朝鲜后又把朝鲜作为
主权线，把“南满”作为利益线、生命线; 以武力建立“满洲国”后又把“满洲”作为主
权线，而把中国的华北作为利益线，结果不断向外扩大，最终导致全面侵华战争爆
发。“战前日本被自己设定的主权线与利益线所束缚”，“结果在超过国力却不断扩
大利益线的自我增殖中彻底瓦解”。⑤ 这一分析切中要害，反映出物极必反的事物发
展规律。

( 二) 日本自卫队部分高官的“国家利益观”充满危险
如今日本自卫队的一些高官仍把中国的台湾省视为日本的“利益线”、“生命

线”。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五味睦佳在 2012 年第 4 期日本《军事研究》月刊撰
文称: “对我国的海上防线来说，台湾具有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 “台湾就是我
国的生命线，台湾与日本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他所列举的所谓“依据”是: “日本的能源资源基本上是依靠海外进口，保障海上
通道的安全对我国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我国的原油进口 90%依
赖中东，而来自中东的原油基本上都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通道。如果台湾被
吞并，我国的安全必将受到重大威胁。此外，如果台湾被中国吞并，那么不仅中国在
南海海域的影响力就将骤然提高，而且该海域最终将被变成中国的内海，中国的经
济和军事影响力还将波及整个印度支那。这样一来，我国多年来在东南亚地区精心
构筑的经济基础就将下沉，在当地的经济活动就将受到限制，最终将不得不撤离东
南亚。”从军事地缘政治角度看，“如果中国吞并了台湾并把台湾作为潜艇基地，那么

①
②
③

④
⑤

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东京:原书房，1966 年，第 203 页。
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东京书籍，1991 年，第 50 页。
伊藤博文编:《秘书类篆兵政关系资料》，第 145—146 页。转引自关捷、刘恩格等主编:《中日甲午战争

全史》第五卷，“思潮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48 页。
小原雅博:《国益与外交———世界体系与日本之战略》，前言，第 1 页。
同上书，第 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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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艇一出海就可以进入深水区，从而可以获得极大的行动自由。……中国的海洋战
斗力就将如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入太平洋，必将给日本和美国带来重大威胁”。

基于上述立足于“海洋国家”的国家利益判断，他主张，日本要有效地推进海洋
战略，就必须有效地遏制中国军力 ，参与美国的“空海一体战”办公室( ASBO) ，制订
“空海一体战”构想。这一构想不仅是承担对日本的防卫，还包括保卫台湾、确保南
海的航行自由和保护海上通道等内容，为此需要澳大利亚、印度等多国部队的密切
配合。因此，日本必须尽快解决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目前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修
改“政府( 对宪法的) 解释”的方式来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应变“专守防卫”为战略
防守。

其次，要“修复日本人的国家观念”，必须摆脱东京审判的历史观，废除“村山谈
话”。日本应根据本国传统宗教，即神道的仪式进行追悼。因此，要让那些为国捐躯
的自卫队员进入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应接管靖国神社，并在此举行慰灵仪式。

第三，修改“无核三原则”。随着中国核战力的增强以及美国“核保护伞”可信度
的下降，中国对日本发动核攻击的可能性日益增大。日本要实现核武装还面临各种
具体问题，当务之急是别让“核保护伞”变成“破伞”。为此需要把“不制造、不拥有、
不引进( 核武器) ”的“无核三原则”变成“可以引进”。他还用假设的口吻建议: “如
果美军能在有效击毁中国战机和导弹的前提下，把台湾作为前进基地加以经营和部
署，就必将对中国的作战计划造成严重影响。”①

上述对台战略考虑，在日本防卫省系统和右翼鹰派势力中颇具代表性。以日本
旧军人出身的原陆上自卫队幕僚长、原法务大臣永野茂门( 已故) 为理事长的“日本
战略研究中心”，1994 年也曾提出研究报告称:关于台湾问题“最好是固定现状。需
要看到统一后将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扩大”。日本的方针应是“以半永
久性地维持现状为前提，与环太平洋海上大国论坛各国合作，为维护正义与秩序而
支援或请求美国采取行动，在区内各国筑起防波堤，排除对世界体系的恶劣影响”。
“若美国根据与台湾关系法介入保卫台湾，作为盟国的日本也将对其予以支援”，“共
同确保海上安全”。② 日本外务省首任情报调查局长、前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强调，
“台湾的安全就是日本的安全”，“与美国合作保卫台湾的自由与民主是日本的国家
利益”。③ 日本这种危险的“国益”论，是历史上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和冷战时期形
成的，在一些日本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尽管其未必是所有日本人的共识，但其对日
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不容低估。

( 三) 日本和平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富有远见
l954 年曾出任鸠山一郎内阁通产大臣的石桥湛山( 1884—1973 ) ，于 1956 年 12

①

②
③

五味睦佳:《中国的海洋扩张与我国的海洋战略》之三《我国对抗中国的海洋战略》，〔日〕《军事研究》
月刊，2012 年 4 月号。

日本战略研究中心:《生存于世的安全保障》，东京:原书房，1994 年 3 月，第 145—147、221—222 页。
冈崎久彦:《台湾问题即日本问题》，东京: 海龙社，2008 年 5 月，第 348、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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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当选为首相，但不久便因病于 1957 年 2 月辞职。石桥湛山对日本国家利益的认知
与山县有朋截然相反，对华政策思想也根本不同。

石桥湛山堪称是位具有远见、爱好和平、颇有骨气的政治家。他在日本大肆侵
华时期，便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国家利益观。他反对日本的殖民政策和战争政
策，主张日中发展经济合作。在“大日本主义”盛行的时期，石桥则主张“小日本主
义”，坚持日本应将领土限定在固有的主要四岛及周围诸小岛，放弃侵华政策，施行
和平主义的发展。1921 年，石桥曾用详细的资料说明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只是增加了
国家的经费，并未起到转移人口过剩的作用，因而主张取消殖民地。1922 年，他发表
《大日本主义的幻想》等文章，强烈反对日本侵略亚洲邻国，强调“国民与国民的交往
是永远的”，日本“不要做将来后悔的事”。

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从德国手中夺取中国的山东省后，石桥立即撰文
指出: “日本不应向亚洲大陆扩张领土”，在山东夺取领土是“害上加害，险上加险，不
能不坚决反对”。他强调，以日本利益为本，“就要考虑对方利益，尊重对方感情。因
而放弃满洲、旅顺、青岛的一切权力，让中国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才是上策”。①

他认为，别国衰退、出口产业萎缩的结果是丧失从他国进口的能力。这等于使
出口国失去了购买本国货的“贵客”，从而导致出口工业国的衰退。因而他主张，“将
欧美先进圜民的无限资本和优秀的企业经营能力最大限度地注入中国”，与此同时，
日本“应尽快开发中国之富源，用于发展其经济。这样，日对华贸易便将增加，我国
工商业亦将受其刺激而迎来兴隆”。② 遗憾的是，石桥湛山上述理想主义的政策主张
虽然正确并富有远见，但并不是当时日本国家决策者的主张。日本走上了一条完全
相反的路，结果彻底惨败。

石桥湛山曾于 1952 年和 1959 年两次访华，努力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他与周
恩来总理一致认为: 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离。
石桥反对日本利用中苏对立从中渔利，主张日中美苏四大国均保持友好，形成“日中
美苏和平同盟”。③ 然而，在冷战时期严峻的国际形势下，石桥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但
它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则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今天的日本尤其需要石桥
湛山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

日本已故国际战略智囊、世界和平研究所副会长佐伯喜一 1992 年在未发表的
《试论国家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 “日本过去把重点放在追求实利的、以本国为中心
的国益上，今后必须在相互依存加深的世界、变得狭小而复杂的世界追求国益。日
本今后必须采取明确自身国际责任的行动，必须通过国际协调追求国益。”④这种国

①
②

③

④

石桥湛山:《绝不能占领山东》，〔日〕《东洋经济新报》，1914 年 11 月 15 日。
增田弘:《石桥湛山的满洲放弃论》，〔日〕《国际政治》，第 71 号，第 18 页;石桥湛山:《再论不可占领山

东》，载于增田弘编:《小日本主义:石桥湛山外交论集》，草思社，1984 年，第 286 页。
《湛山丛书》第三号，l961 年。转引自刘江永主编:《跨世纪的日本》，北京: 时事出版社，1995 年，第 445

页。
转引自中曾根康弘:《二十一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东京: PHP研究所，2000 年 7 月，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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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利益观在战后日本高速经济发展时期曾经是日本决策者的主流看法。
小原雅博则认为: “包括保护国民生命和财产的国家生存与安全是国益中最重

要的、被称为‘生死攸关的国益’( vital interest) 。如果连这个国益都确保不了的国家
( 政府) 就难以维持国家( 政府) 的正统性，将导致政权交替或国家崩溃。”他指出，日
本要确保生死攸关的国益，即日本的核心利益，作为长期战略，需要在“创造”、“开
放”的理念下重新定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地区主义”。①

战后，日本推进国际协调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但是，近年来强调日本自身的
国家利益而鄙视国际协调的倾向在抬头。

二、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对华政策

国家利益既包括局部、暂时、一般利益，也包括整体、长远、根本、核心利益。日
本各部门从不同主管领域出发或受其局限，对国家利益的认定未必一致，需要强有
力的政治领袖加以统筹协调。

( 一) 国家利益有时未必是日本对华决策的优先考虑
在日本政局动荡、权力斗争激烈的国内政治环境中，与国家利益相比，个人获得

和保住政治权力的切身利益往往被优先考虑。例如，菅直人执政后，为维护执政地
位的既得利益，便大幅度调整鸠山由纪夫、小泽一郎的对美“对等外交”，竭力讨好美
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度采取过激手段。野田佳彦首相继承了菅直人内阁的外交路
线，并得到日本外务省、防卫省官僚体系的普遍认可，使日本外交重回自民党执政时
期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基本框架。

2010 年 9 月 7 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前原诚司作为时任国土交通大臣与
外务省官员从局部利益判断，决定抓扣中方渔船和船长;随后，时任首相菅直人又从
竞选民主党代表的选举利益出发予以批准。在遭到中方严厉反制措施后，菅直人内
阁才意识到日中关系全局利益的重要性，最终决定释放中方船长。然而，在日本国
内民族主义情绪亢奋的情况下，菅直人内阁的地位反而更加软弱。

这一时期，日本就像在台风中失去了船长和舵手的航船。结果，本来就缺乏执
政经验的中央政府穷于应对福岛核事故，而防卫省、外务省、国土交通省、经济产业
省等涉及对华关系的政府部门则从各自对日本国家利益的判断出发决定政策。所
以，人们会看到一些彼此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日本政府在推进与中国的经贸、旅游
合作方面态度积极，在放宽中国人入境签证问题上不断推出新措施;另一方面，日本
防卫省则无视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宣言精神，
把中国作为主要防范对象。

① 小原雅博:《国益与外交———世界体系与日本之战略》，第 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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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政局动荡、首相频繁更迭的情况下，真正的、根本的国家利益往往会被降
到次要地位，甚至被曲解得相当狭隘而偏激，只不过是某些个人错误决策的幌子而
已。尽管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倾向于维护国家利益，但有时也不得不明哲保身地屈
从于强势的领导和周围的政治气氛。政治归根到底是由人来决定和运作的。

( 二) 日本对华政策受到不同“国家利益观”的直接影响
尽管日本有比较强的民族认同和对于国际利益的基本认同，但涉及日本与邻国

的关系特别是历史认知问题等“国家利益”的认定，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与右翼势力
一直是各执一词、彼此对立的。对国家利益的判断，直接影响日本决策者的对外政
策倾向与选择。目前，围绕一些重大问题，日本国内的国家利益观严重对立。在这
种情况下，国家决策者的“国家利益观”就显得十分重要。

日本战后以来一直以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其基本判断是，美国是
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与日本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对于中国，野田内阁外相
玄叶光一郎认为，“中国的发展是机会。因为有共同利益，所以应该在各种问题上共
同努力。这个看法是与中日共同拥有的战略互惠关系的思路一致的。”①

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曾指出，我们在讲“国家利益”的时候，必须要有长远
的眼光。外交的任务是站在长远角度确定“国家利益”并使之最大化。日本外交的
目的是，为日本国民在享受和平与安宁的社会中能够追求各自的幸福而创造和确保
外部条件。世界和平与安全得到保障、世界经济顺畅发展就是日本的大目标和“国
家利益”。关于中日关系，宫本雄二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把追求各自的国家利
益作为外交任务，日中两国也不例外。对于日本来说，“同中国构筑稳定的可以预测
的合作关系是日本的国益; 为此而在必要的国民层次改善关系是日本的国益; 最大
限度地利用中国这一经济空间，发展日本企业，强化产业，描绘日本经济增长战略是
日本的国益;同中国积累对话，谋求与各国联手的同时，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建立起合作关系是日本的国益。”但是，宫本大使也认为，“冷静观察中国对外膨胀的
动向和军事动静，做好必要的准备也是日本的国益。”②

有关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国内不同政治势力的“国家利益
观”的直接影响，以及各自对华政策立场的严重分歧。宫本雄二认为，承认侵略历史
并表示道歉之情的“村山谈话”，“对稳定日本与世界特别是同亚洲的关系，发挥了重
要作用”，③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担任日本航空幕僚长的田母神俊雄则把村山谈话骂得
狗血喷头。日本前国会议长河野洋平认为，日本深刻反省历史，获得亚洲的信赖，
“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而日本右翼势力却把河野洋平攻击为“卖国贼”。④ 日本著
名画家、日中友好协会原会长平山郁夫生前曾参与修复南京城墙，而日本右翼文人、

①
②
③
④

玄叶光一郎:《日本与亚太地区的共同富裕》，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的外交演讲，2011 年 12 月 4 日。
宫本雄二:《今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东京: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1 年 1 月，第 141 页。
同上书，第 103 页。
若宫启文采访河野洋平:《河野洋平的感慨 4》，《朝日新闻》，2009 年 7 月 29 日，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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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则对此强烈不满，称其“上了历史问题的圈套，从日本国益看
是遗憾的”。① 日本自民党女议员高田早苗提出，“政府最大的作用是‘保卫国家主权
和名誉，保卫国民的生命和财产’，进一步‘追求国益’”。为此，“最重要的是首先摆
脱‘谢罪外交’”。② 日本国会议员平沼赳夫、龟井静香等人早在 1986 年即组成“国家
基本问题同志会”，认为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事关国家利益，必须认识一致，必须维
护”，“以培养下一代国民的精神为最重要”，要使国民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识”。③

( 三) 日本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缘何易占上风
国内社会政治思潮也会与领导人的决策相互“激励”，从而引发对外关系的紧张

并招致邻国的抨击，而日本国内的对外逆反心理又会对政府形成压力，并在选举中
使对外立场强硬的候选人获得支持。日本反华右翼团体“青岚会”的创始人之一、经
常发表反华狂言的石原慎太郎 2011 年却以近 79 岁高龄连续第四次当选东京都知
事，堪称典型案例。

就中日关系而言，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日本政治右倾化
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干扰。这种情况在菅直人执政时期也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
来。尽管菅直人首相本人曾经与中国有过长期友好交往，在民主党内属于温和的自
由派，但菅直人内阁在钓鱼岛问题和防卫政策方面同中国的矛盾则有所加深。

其主要原因在于，菅直人首相的执政地位十分软弱，只能迁就国内的民族主义
和执政党内强硬派的主张，而缺乏在敏感问题上统筹处理对华关系的能力与经验。
野田佳彦内阁的对华政策比菅直人内阁走得更远。这主要表现在围绕中日之间的
钓鱼岛争端，野田作为日本首相不仅表示考虑政府购买钓鱼岛，实现所谓“国有化”，
甚至宣称若日本海上保安厅难以应对，将出动自卫队。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片面追求
本国单方获益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

三、日本“国家利益观”是怎样形成的

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对个人利益、党派利益、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的考
虑，有时会优先于国家利益。在政治选举频繁的日本，领导人和政治家为赢得更多
选票或保住执政地位，往往会优先考虑国内民意的口味，迎合甚至利用和煽动大众的
民族主义情绪。一些固有偏见一旦形成某种社会共识或思维定式，也会深刻地影响决
策者的“国家利益观”，即对国际利益的判断。这些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动因素对中日关
系的影响未必符合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但这种影响作为客观存在却不容忽视。

①
②

③

渡部升一:《基于国益的立场》，东京:德间书店，1996 年 10 月，第 57 页。
松下政经塾出身国会议员会编著:《21 世纪日本的繁荣谱》，东京: PHP 研究所，2000 年 1 月，第 141、

145 页。
转引自孙政:《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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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日本“国家利益观”受到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
国家利益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美国政治学者汉斯·

摩根索思想的关键词。他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可以理解为国家安全，它是保证这一政
治单位持续生存的核心，“对此外交必须毫不妥协地、甚至不惜冒战争风险予以捍
卫”。① 他同时认为: “国际政治像其他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是“支配
他人的意志和行动的控制力”。这种权力的行使依靠“对利益的期待和对损失的恐
惧”。②

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③指出，“生存是最高国家利益，对此挑战将导致战争”。
他把国家利益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切身利益”，“包括捍卫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确保
本国的战略优势，避免这种优势为潜在敌人所利用; 保证对国家实力和福利性命攸
关的资源供应;免除国家遭受恐吓之虞，防止其他国家颠覆与干涉本国内政。”他指
出: “国家会牺牲次要利益，甘冒战争的重大损失，以求保护切身利益，但前提是这一
行动不会对本国的最高生存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二是“战略利益”，包括“对手与盟
国的强弱兴衰;国际结盟及其影响方式的变换;新资源与新技术的发现;国际国家体
系及其下属制定规章的机构的演变; 经济发展与贸易新形式的出现; 新主义及新意
识形态的萌生;对本国公民地位、待遇和他们在国外资产的挑战。”三是“战术利益”，
“包括违反国际或双边认可的贸易、金融、旅行以及个别企业或公民在国外其他活动
方面的准则;外国对本国法律、机构与国境的尊重; 船只、航空器在国际领域中的操
作;外交官、军官和国家资产的地位; 政府间与人民间的交往; 对国家主权或尊严应
有的尊重。”④

目前，日本的政治家、外交与防卫官僚、国际政治学者和主流媒体的思想，受美
国现实主义影响较大。日本已故国际政治学者、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便自称为
“和平的现实主义者”。他生前不仅是日本外务省政策高级智囊，而且培养了一大批
相关政策精英，在当今日本安全与外交界仍有较大影响。例如，前外相、民主党政策
调查会长前原诚司即是高坂正尧的弟子。在一般人眼里，前原诚司是亲美政客，实
际上他考虑问题的基本点是他所认定的日本国家利益。他曾表示，“戈尔巴乔夫担
任前苏联总书记时也说过，‘外交没有敌友，只有国家利益。’我从这句话中发现了国
家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的基本点。”⑤他还说，“日本和中国都追求从各自国家利益出
发去开展外交这一冷静的看法。我想我并非‘鹰派’，我是崇尚理想主义的‘现实主

①

②
③

④
⑤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 第七版) ，徐昕、郝望、李保平译，王缉思校，北
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0 页。

同上书，第 29—30 页。
傅立民( W． Freeman，Jr． ) 曾于 1972 年任尼克松访华期间美方首席翻译; 1981—1984 年任美国驻中国

大使馆公使;其后任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助理国防部长。
〔美〕傅立民:《论实力:治国方略与外交艺术》，刘晓红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5—7 页。
松下政经塾出身国会议员会编著:《21 世纪日本的繁荣谱》，第 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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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①

然而，何为国家利益，在日本看法不一。如果按日本右翼势力理解的日本国家
利益制定对华政策，即日本的国益判断受到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严重影响，中日关系
必定会受到冲击和干扰。因此，研究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离不开对
国家利益的认知问题。

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五味睦佳便意识到国际关系论中大体上有两种主张:
一是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主张，认为“只要强化国际法，完善国际组织，发展经济上的
相互依赖关系，自然就会带来世界和平”;另一个是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主张，认为“在
拥有强制执行能力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警察已不复存在的今天，要依赖国际法和国际
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的想法已经是不现实的了，必须维护均衡不被打破的国际关
系”。五味睦佳主张，在考虑国家战略问题时，必须基于国家利益坚持冷静、理性的
现实主义。尽管美国人口头大谈自由主义，而美国负责制定国家安保战略的政策集
团却总是基于实力的现状来制定政策。②

在日本语中也有“卖国”一词，估计是来自中文，因为作为动宾结构的词组其动
词在前，与日语语法不同。所谓“卖国”，顾名思义就是出卖本国的国家利益。在日
本，涉及中日关系时“卖国”、“卖国行为”、“卖国奴”等，往往是右翼势力扣在对华友
好人士头上的一顶帽子。甚至连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也难逃厄运。尽管他从
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出发，于 2012 年 6 月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石原慎太郎
购买钓鱼岛的计划实施，“将给日中关系带来重大危机”，但却受到来自外务省的警
告，被迫道歉。在野的自民党参议员还攻击丹羽大使“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要求罢
免。③ 其结果等于日本政府间接支持石原慎太郎损害中日关系的做法，在日本国会
大有正不压邪、反被邪欺之势。

( 二) 日本“国家利益观”赖以形成的国内结构性因素
日本政治思潮往往是在围绕国家利益的不同主张中形成主流思想倾向，并对日

本政府决策及公众认知产生重要影响。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日本政治思潮的形成
在日本国内主要受到六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影响。一是统治阶层，主要由执政党、政
治家及政府高官组成;二是在野反对势力，主要由在野党及其地方后援团体等支持
者组成; 三是经济界，由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及日本企业界利益团体组
成;四是精英阶层，主要由公务员、学界及城市白领组成; 五是媒体舆论，主要由日本
各大报纸、通讯社、电视台、网络等组成;六是公众阶层，主要由一般工人、农民、家庭
主妇、青少年、“网民”及退休老人等构成。

①
②
③

《环球时报》，2010 年 11 月 22 日。
五味睦佳:《中国的海洋扩张与我国的海洋战略》之三《我国对抗中国的海洋战略》。
“丹羽中国大使は“売国奴”か! “尖閣”購入批判の意味不明”http: / /www． zakzak． co． jp / society /poli-

tics /news /20120608 /plt1206081142004-n1．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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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 所示，在上述六个层次之间，存在着日本左、中、右等各种主张的信息传
递与相互影响，而日本同中国、美国的关系等国际因素则与日本国内上述力量形成
的政治思潮彼此作用、相互激荡。其中，统治阶层、精英阶层、媒体与公众之间的相
互影响和作用最大。中国对日公共外交就特别需要注意这几个方面。在某个特定
时期，某种政治观点一旦被日本媒体炒热，很快就会在公众阶层形成某种倾向性看
法，而日本与国外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在日本公众阶层则未必能得到共鸣，能否落实
就更得另当别论。这是因为日本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会从不同角度作梗，造成日本
政治在落实中央政府决策过程中的“短路”或“走样”。

图-1 日本政治思潮与国家利益观的形成机制

在日本，精英阶层直接为统治阶层设计政策并成为“意见领袖”; 统治阶层和经
济界则会通过政府消息的提供、广告费赞助、“意见领袖”采访等各种形式，从政治倾
向或经济利益的角度对媒体的导向产生影响。媒体被视为“无冕之王”，游走于朝野
之间，通过社会精英发布各种信息和评论，并对公众阶层产生着日常最直接的影响。
而公众阶层形成的主流思想倾向和政治气候，又会通过媒体所做的各种民意调查、
选举投票倾向等方式作用于统治阶层、在野势力及经济界，甚至反作用于媒体。

媒体为争夺读者，扩大销路，也会有意识地迎合读者的社会心理和政治口味，有
时还要对国家决策和公众舆论发挥作用。例如，《读卖新闻》在推动日本修改战后宪
法方面最为卖力。2010 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该报又宣称中国“对日强硬姿
态的背后有海洋霸权战略”，强调“日本生存的唯一手段，就是和美国共同构筑从九
州到冲绳、与那国岛的西南诸岛防卫屏障”。① 该报“中国采访团”在匿名“现场纪实
报告”中写道: 日本“政府 2010 年 12 月内阁决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提出强化西
南诸岛的防卫。大纲明确写入防卫重点地区( 战略正面) 还是第一次，堪称事实上明
确了所谓‘假想敌’。根据新大纲，政府在今后 5 年( 2011 年度至 2015 年度) 的防卫
预算总额为 23. 9 万亿日元，但比 2005 年度至 2009 年度减少了 8500 亿日元。只讲
‘与中国友爱’的首相虽然换人了，但政府真正理解大纲内容的分量吗?”②这显然是
为日本政府增加针对中国的军费开支制造舆论。

①

②

《读卖新闻》中国采访团:《巨型中国———被翻弄的世界、内在的矛盾》，东京: 中央公论新刊社，2011 年
4 月，第 6、11 页。

同上书，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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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经常被提到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 理想主义) 、建构主义的
角度看，日本政治思潮形成机制中的不同角色也有其不同的倾向，从而导致中日战
略互惠关系变为“经济互惠、军事互斗关系”，再度出现“政冷经热”的扭曲。从工作
属性、知识结构或研究领域角度看，大凡与安全保障及军事相关者，通常思维方式倾
向于强调追求本国权益和实力的现实主义政策; 与经济贸易相关者，通常思维方式
倾向于强调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理想主义政策;与文化及国际合作相
关者，通常思维方式则倾向于赞同加强国际交往与人文交流，进而通过形成共有知
识化解彼此矛盾的建构主义政策。例如，日本外务省官员小原雅博主张，现实主义
与理想主义如同一个铜板的两面，现实的理想主义或理想的现实主义可以成为第三
种选择。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则提出对华采取经济与安全两手政策，即在推进对华
经济关系的同时，在安全领域做好最坏情况下的准备，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他认为
在军事安全领域，单靠经济理论行不通，而应根据军事理论，在保持对话的同时采取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① 这或许道出了目前日本对华政策的实质。

然而，这种“军经分离”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就是经济上利用加军事上防范的两
手政策。问题在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岸信介内阁推行“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
曾遭到中方坚决反对。宫本大使提出“军经分离”的扭曲的对华政策，很可能最终将
影响经济关系。造成这种矛盾的关键是，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并
非战略伙伴，而是战略对手。尽管军事与经济的理论不同，但日本对美、欧、澳、东盟
都不存在“军经分离”的两手政策，而是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双双加强的政策。只要
日本把中国视为安全合作伙伴，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如图-2 所示，如果以上述重视相互依存的自由主义和追求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
为上下纵向两极，以经贸关系和安全保障关系为左右横向两端，可以对目前日本政

图-2 21 世纪以来日本领导人的政治倾向与方位

① 宫本雄二:《今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第 239—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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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政府职能部门做一种定位、定性分析。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之所以存在
国家利益认知的偏差和国家战略的失误，重要原因之一是，21 世纪以来的日本首相
大都是重视安全保障、信奉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者，而缺少能够致力于日中安全合
作的未来型政治领袖人物。据此，可以预言，这种未来型日本政治领导人的出现，以
及日本社会精英政策共识的形成，将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和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稳
定。而日本会否出现这样的政治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内政治思潮未来
的走向。

当然，上述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实际上有些角色身份具有双重或多重属性，在
不同的特定问题上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倾向。例如，日本经济界与军工生产关系密切
的三菱重工、富士通等一些大企业，与防卫省的立场比较接近。日本经济产业省原
本最重视同中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但一涉及东海问题则也有同中国对立的一面。日
本国土交通省直接负责旅游观光业的振兴，需要同中国保持合作，但一涉及钓鱼岛
问题，其立场则也与中国对立起来。

( 三) 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会误导日本对华政策
在当下的日本，除了政府部门提供内部情报以外，日本政府有关中国的公开信

息主要来自外务省的《外交青书》、防卫省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防卫白皮书》，
以及日本防卫研究所出版的《东亚战略概观》、《中国安全战略报告》等。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日本主流媒体的报道与评论，通过电视、网络和报纸对日本公众的中国观也
在产生较大影响。而且，在日本最为醒目的是右翼势力及某些媒体制造的形形色色
的反华、厌华舆论。

近年来，从日本政府到主流媒体及右翼宣传，在安全保障领域内的“中国威胁
论”，似乎已形成有关中国认知的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成为当今日本政治家和
公众对华认知及对本国利益认同的重要信息情报源。其中有些受到美国国防报告
及有关中国国家军力报告的影响，有些则完全是建立在凭空假设之上的自我误导。
例如，蓄意夸大中国国防费用开支，妖魔化中国军事意图，以虚构中国会对钓鱼岛使
用武力为前提加强军事部署与日美同盟等。

1971 年日美达成“归还冲绳协议”后，佐藤荣作内阁立即在那霸设立了“第 11 管
区海上保安本部”，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广阔海域进行巡逻，甚至把日本的所谓航空
识别区扩大到日方所设定的东海中间线到中国大陆沿海之间的中间线附近。这只
不过是日本承接了冷战时期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遗留物”，理应改变。然而，中国
在很长一个时期海军、空军力量有限，实际上并未在东海及其上空有多少活动，因而
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并未暴露。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和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发生变
化，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发生了变化。21 世纪以来，伴随中国海空力量增强，中
国军舰、战机在东海及其上空活动增多，自然会突破日本单方面擅自设定的所谓“航
空识别区”。中国在东海国际空域的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但日方却根据单方面划
定的“航空识别区”加强针对中国军机的紧急升空，而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一般日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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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一看到《产经新闻》等的相关报道，便会产生“中国威胁”的印象。
这些错误的情报必定误导日本政府高层决策，使热衷于所谓维护国益的强硬派

占上风，并对日本民众的对华感情产生消极影响，从而损害中日关系。日本在 20 世
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就曾出现过首相频繁更迭而军部逐步坐大，导致法西斯主义猖
獗的危险过程。而在冷战后，日本国民意识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国民意识整
体保守化。① 新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正逐步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主流思想倾向。从
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未来的发展的确值得中日两国人民高度关注。

(四) 日本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影响不可低估
日本的相关学者不仅平时为政府制定政策献计献策，有些甚至出任要职，直接

进入日本决策层。学者在媒体发表的观点对日本社会观念的形成也具有导向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大学教育是基础，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媒体从业人员，有关国家
利益观念和国际问题的基础知识，主要来自大学阶段的学习，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
学者在大学的授课与传播。

战后以来，在日本的大学从事国际政治教学与研究的大体分为六部分: 其一是
以京都大学高坂正尧( 已故) 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平论或曰“和平的现实主义”学派，
以及原东京大学教授( 新澙县立大学校长) 猪口孝、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田中明
彦( 原东京大学副校长) 等从美欧留学回国的一批国际政治学者，一度形成主流; 其
二是以坂本义和为代表的和平学研究和原东京大学教授山本吉宣、鸭武彦( 已故) 及
原筑波大学教授进藤荣一等为代表的自由派学者，这部分目前不是主流; 其三是以
原拓殖大学教授森本敏( 野田佳彦内阁防卫大臣) 、东京大学教授北冈申一等为代
表，曾在防卫系统、外交系统任职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学派，其影响在上升; 其四是以
原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冈部达味、原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 已故) 、防卫大学校长国
分良成( 原庆应大学教授) 、早稻田大学教授毛里和子和天儿惠、东京大学教授高原
明生为代表的中国等国别及地区问题专家;其五是以原东京大学教授渡边昭夫和原
神户大学教授、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为代表的日本外交史专家; 其六是以原拓
殖大学校长小田村四郎、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原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际教养
大学校长) 中岛岭雄为代表的右翼学者。

在这六类学者中，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类对日本政府的外交、防务政策影响较
大。日本民主党内阁中曾经在松下政经塾学习过的政客，如野田佳彦、前原诚司、玄
叶光一郎等人容易受到其中第一、第三类学者的影响。前首相菅直人也不例外，他
曾自称是现实主义者。相比较而言，前首相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则比较容易接受
上述第二类学者的影响。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安培晋三、麻生太郎则似乎比较容易
与上述第六类学者产生思想共鸣。而上述第二类和第六类学者的国家利益观、历史
观截然对立，在日本都有各自的影响，而近年来右翼学者更显活跃，成为日本政治右

① 武心波:《“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对日本国家主义的再认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
第 4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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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化思潮的主要推手之一。
日本政治思潮形成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着日本的政治决策和主

流意识，以及国家利益观的形成。其中，对中日关系负面影响最大的就是日本的政
治右倾化思潮。尽管日本右翼势力几乎都打着所谓“维护国益”的旗号，但其结果往
往是损害日本国家利益的。了解日本“国家利益观”形成的机制，有利于我们同日本
打交道，开展对日公共外交，制定新形势下的对日政策。

四、结语: 日本拘泥于局部单方获益将丢掉根本利益

在国际社会，各国之间既有不同利益，也有共同利益; 既有难以调和的对抗性特
殊利益，也有可以协调的一般利益。关键在于如何妥善处理利益矛盾，扩大共同利
益，缩小利益分歧，防止和化解利益对抗。这才是外交的真谛。

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和公众必须明白，在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也有其国家利益需
要维护，各国之间的利益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避免“国益摩擦”，并在此基础上维护
本国利益。否则，片面追求国益，必然会造成国际摩擦、孤立和陷入难以自拔的被动
局面。日本历史上“曾经背离与邻国的协调与合作，背离国际规则和道义而采取单
边行动。国益这句话包含着会使国民变得狭隘利己、产生排他情绪的内在危险”。①

围绕钓鱼岛争议，日本能否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现实利益矛盾，扩大共同利益，
缩小利益分歧，防止和化解利益对抗，就要看日本的国家利益观与对外战略如何调
整。在中日双方都坚持拥有钓鱼岛列岛主权的情况下，摆在中日面前的只有两种选
择: 一种是合作共赢模式，即邓小平生前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邓小平指
出: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无非是那
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②另一种是目前日本民
主党政府坚持的单方获益的零和模式，即不承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问题，拒绝对话
协商解决争议。日本的有识之士赞同共赢模式，但目前并未掌权; 而目前对日本决
策有较大影响、采取零和模式的是日本鹰派保守势力特别是右翼政客及防卫省。

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零和模式的结果十分危险，有可能使两国之间局部领土争
议的敏感问题发展为安全保障方面的对抗关系，从而助长日本国内的右翼极端势
力，使日本对华外交的路子越走越窄，甚至可能把中日关系引向危险的深渊。

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在《今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一书中指出: “台湾问
题”、“围绕领土的问题”、“历史问题”，这是中日关系的“三大难关”。③“日本政府的
立场是尖阁列岛在历史上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对日本来说，在法律上

①
②
③

小原雅博:《国益与外交———世界体系与日本之战略》，第 18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87 页。
〔日〕宫本雄二:《今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东京，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1 年 1 月，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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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领土问题’。……但是，如果对方主张是本国领土，作为‘领土问题’提起，这
就明显成为‘外交问题’。”①最重要的是“中日双方根据和平友好条约相互承诺中日
之间所有争端都要通过和平手段对话解决”，“不因这种个案损害两国关系的基本
面。为此，需要尽早加强对话渠道和事态降温的机制。”

遗憾的是，目前野田内阁并未展现这种姿态，反而被石原慎太郎等右翼势力牵
着鼻子走，甚至提出政府购岛，实现“国有化”，必要时还要出动自卫队。作为首相在
钓鱼岛问题上做这种表态还是第一次。它预示着日本对外正放弃国际协调路线，而
采取以实力贯彻本国意志和谋求单方获益的强权路线。

日本一些政客在谈论中国时动辄强调保卫日本的国家利益，令日本一些具有自
由派思想的人士深感不安。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教授村田忠禧就钓
鱼岛问题明确表示: “国益第一的想法很危险。必须把真实放在第一位。国家总想
隐蔽对本国利益不利的事。政党和媒体也一样。”所以，“现在首先应该做的是明确
历史真相，并向两国及全世界公布。”②《朝日周刊》前总编下村满子也指出，“当今世
界越来越广泛地联系在一起，就像人体一样，各国的利益成为手足难分的一体，损害
别国利益就像砍自己的手。到处强调国益的日本政治家应该更新观念。因为过度
追求国益只能使视野更狭窄、心胸更狭隘。”③

未来的日本领导人只有虚心倾听这些来自日本有识之士的心声，重新回归国际
协调路线，也许才能维护日本的根本利益，并找到解决中日之间敏感问题的良方。

①
②

③

〔日〕宫本雄二著《今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东京，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1 年 1 月，第 75 页。
〔日〕村田忠禧:《如何构筑日本同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思考尖阁、钓鱼岛问题的视角》，2011 年 7

月 25 日 日中友好县民讲座文字稿，第 45 页。
〔日〕下村满子在 2011 年 8 月 21 日举行的第七届“北京—东京论坛”媒体分组会上的发言。


